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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农业技术及农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经济外部性，决定着多数领域的农技推广服务难以物化且不适合有偿购买，因此，同多数国家一样，我国农业推广的主要推动力量仍然是政府所提供的具有普惠性质的公益性推广服务。但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烙印——农技推广不同层级和部门间缺乏协调互动、职能分工模糊不清、机构设置不尽合理等，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农技推广事业的实效。通过借鉴美国、日本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经验，结合协同治理思想和组织设计原理，分析及优化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架构，以期为我国农技推广机构改革与创新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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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ve the attributes of public goods and economic externality, it determines that mos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 could not be materialized and not suitable for compensation purchase. Therefore, like mos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s still the public welfar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 provided by government. However, China’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s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and departments are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blurred and indistinct;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re not reasonable as well. The problem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hangover left by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which still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gricultural popularization in our country. By learn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 operating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design principles,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optimizes the organization framework of China's public welfare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e extension syste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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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体系作为农业技术供给系统中联结技术需求与技术创新的桥梁，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中国的农技推广事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四级农科试验网”；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使得原有推广体系被重构，形成了从中央到乡村的“五级一户一员”体系；从2000年开始，我国对农技推广体系展开了以设置综合性推广中心站和划分推广机构的公益性与经营性职能为特征的新一轮改革。经过60余年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推广机构为主体的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5]。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技推广体系已然严重滞后于农业发展的步伐。当前，我国的公益性农技推广仍以政府机构为主体，但多数推广部门设立的各类机构只是在专业职能上简单叠加，并未形成门类完整的综合性推广机构[6]；在推广体系内部，各级机构依然保持纵向线性模式，系统内各机构间的信息传递过程长且时效性弱。这种行政层级关系的复杂性、职能配置的混乱性，导致农技推广力量过于分散，直接影响着推广效率和效果。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的新阶段，改革现行农技推广体系势在必行。总结以往改革经验，我国农技推广体系进一步改革的着力点应集中在调整农技推广上层组织与基层机构间的关系，以促使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进一步变革。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借鉴美、日农业推广经验，总结我国现行的政府行政化农技推广组织架构弊端并进行优化分析，以期为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的改革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我国现行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体系评析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政府对农技推广事业的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的数据资料分析，世界各国的农技推广机构中超过80%由政府资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逐步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农技推广体系，且长期以来，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主导性力量，为我国的现代农业建设发挥着巨大作用[7]。目前，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职责重点集中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及进行公共管理等(见图1)。其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重点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多数农业技术本身往往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独立性，这就决定了阻止农户进行技术模仿的成本十分高昂，即使勉强去推行也难以消除“搭便车”现象。在农技推广活动中，政府通过自身构建的公益性服务体系，担负着技术发明人和推广者的双重身份，在公益性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过程中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维护公众利益。

第二，我国的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在学科划分上自成体系。按照种植、畜牧水产、农机、农村经营管理等学科门类划分，我国的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形成了从中央到基层学科门类齐全的完整体系，各类行政部门间既合作又相对独立，推广工作总体呈现出多部门协作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征。

第三，我国农技推广事业的重中之重在于基层(县、乡)推广体系。若要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创新成果实时有效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就必需通过政府的公益性推广渠道来完成[8]。从现实情况看，基层农技推广的效率和效果直接影响着农技推广工作全局的实效，因此，我国公益性农技推广发挥实效的关键就在于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效率和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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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组织架构
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的农技推广事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线断、网破、人散” “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等问题。就现实情况而言，当前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机构设置的主要弊端如下：

第一，组织管理的双重性破坏了推广体系的独立性。我国的推广机构按行政层级分类的特点，导致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行政依附。在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结构中，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受上级机构业务指导的同时，还受本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领导，且业务指导权远小于行政领导权。这种推广机构组织管理的双重性，最终导致了管理体制的混乱，机构工作效率低下，尤其是乡镇推广机构人、财、物、事“四权”划归乡镇政府之后，多头管理愈发严重，公益性推广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
第二，管理机构的同构设置导致推广的低效率。由于农业高度依赖环境资源和自然条件，只有依照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生产布局，才能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和经济产出，所以，各地区依照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建设区域特色优势明显的农业产业带就显得十分必要。在我国，省、市、县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在行政设置上基本与中央一级保持一致，从中央到地方行政职能高度同构，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各类生态类型区，造成推广机构不必要的重复和资源浪费，推广工作的内容也有可能违背自然规律。

第三，管理机构职能不清降低了行政效能。主要体现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经营职能和公益职能相互重叠引致企事不分，业务职能与行政职能交错引致政事不分，进而导致多数基层推广人员以企代事，重视经营而轻视服务的现象非常普遍，公益性推广的效能难以发挥。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能让人们清楚地看懂制度信号，并能使受意者的行为恰当地遵循制度意图。而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能定位交错不清，缺乏明晰性，意味着推广体系违背了制度安排的确定性原则，导致行政效能大大降低。
2  美、日公益性农业推广体系的经验借鉴
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以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西欧模式三者最有代表性，其各自构建的农业推广体系也极具典型性：一类是以农业院校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再者是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第三类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从本研究选题视角出发，笔者将研究范畴锁定为前2种模式。

2.1  政府领导、农业院校参与的农业推广体系——“美国模式”

美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80%，而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广到位率更是保持在85%以上，一个协调高效的推广体系功不可没。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由联邦农业部领导，以州赠地大学为主体，基层（县级）政府广泛参与，从而形成了上下贯通、极具沟通效率的“联邦-州-县”农业推广体制。联邦、州、县、赠地大学间通力合作，保障了推广体系的顺畅运行。可以说，美国农业推广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合作”（如图2）。

联邦政府农业部下设的国家研究、教育和合作推广局（以下简称推广局）是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最高层级，其作为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监督管理、协调资源与部门关系、制定方针政策和科学研究等职能。美国农业部设立推广局的主要目的，是在全美建立起一个运行高效、持续稳定的农业推广体系，并通过设立各类农业推广项目，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由全社会自愿申请，把农业生产与现代科技、教育和宏观战略有效结合，从而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局政策的落实。

由《莫雷尔法案》推动的赠地大学推广体系为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中间层级。作为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者有效衔接互动的纽带，赠地大学下设州农业推广中心（站）（以下简称推广中心（站）），负责统筹管理全州的农教、科、推工作。作为联邦推广局在各州的派出单位，各州推广中心(站)主要负责具体实施本州的农业推广工作。事实上，联邦推广局与州推广中心（站）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推广局不能直接干预推广中心（站）的工作。这种合作关系使得双方在农业推广领域既相互支持、又互相约束，实现了政府行政与科研教育的耦合共生。

县推广办公室作为联邦推广局和州推广中心（站）的基层代表，为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的基础层次。每个县设立一个推广办公室，作为州推广中心（站）的派驻单位，受州推广中心（站）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监督，赠地学院按选聘条件择优录用其工作人员，并由赠地学院统一管理。它直接面对农民，向农民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供信息、咨询、培训和社区服务。

[image: image2.png]v ] !
2ERL RUATHHL IR
AL HAREE
BB g
! 3
A R
L kit
v v v v ¢
ar | wim || Eg B ARAE HHTE
we | e | | e Ao 3
I 0
v v v v v
e b gk HrR o
ol Pl i 13k ok
v v v v v v
B Eimligs Bl Bkl Brins EmFERs
v v
SRS RUEEH




                                                     

图2 美国农业推广体系组织架构
2.2  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日本模式”
日本和我国有着相似的农业基本条件，共同面对着耕地资源短缺、土地经营规模狭小且分散、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但日本农业却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高效的农业推广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美国农业推广体系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实行国家统一管理与农民通过农协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农业推广体制（双轨制），政府推广体系(协同农业普及事业)和民办推广体系（农业协同组合）两者既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形成了“农林水产省-都道府县-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主体脉络。“日本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农业推广工作由政府农业管理部门直接管理，且以都、道、府、县为推广体系的核心层级，并根据区域特点设置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其技术推广人员全部为国家公职人员[9]。

日本的农业推广体系包含4个层级（见图3）：一是农林水产省。日本负责农业推广的中央组织机构是农林水产省，负责制定农业推广的5年计划，并对都道府县农业推广机构的运营提供经费补助。农林水产省农蚕园艺局下属的普及部是其推广体系的最高管理机构，制定农业推广总体规划、协调组织机构关系、专业人员选拔和培训是其主要职责。二是地方农政局。为加强对农业推广工作的监督、管理，且作为派出机构，农林水产省依据自然区域特点在全日本设立了7个地方农政局。普及课是地方农政局在基层的派驻单位，主要职责是提供业务指导和管理监督各都道府县的农业推广工作。三是都、道、府、县各级农业推广机构，主要负责制定本地区农业推广计划，以及选聘和培训农技人员等。四是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它是日本农业推广的基层组织，也是直接面向农民开展具体推广工作的机构。其任务是根据不同农村的地区特性进行指导，反馈农民的意见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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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日本农业推广体系组织架构
2.3  美、日政府公益性农业推广体系的经验借鉴

美、日的公益性农业推广体系分别以州推广中心(站)和都道府县为各自开展推广工作的主体层级。而科层制是我国农业推广体制的典型特征，在中央到乡(镇)的五级体系中，最新修订实施的《农业技术推广法》也未能对不同层级推广组织进行清晰的界定职能；而且，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的核心层级也远未建立完善。尽管我国基本国情与美、日相差迥异，不可能完全照搬其现实模式，然而，二者的实践经验和具体做法对于提升和完善我国农业科技服务水平，对于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技推广发展路径都将具有借鉴价值。总结美、日农业推广经验，可资借鉴之处如下：

一方面，不同层级间责权隶属清晰，垂直管理模式保证了推广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美、日农业推广体系的组织机制健全完善，岗位职责细致鲜明，工作目标恰当明晰[11]，二者的农业推广体系完整健全且相对独立，其推广资源的管理权属都能被推广系统所掌握，外部行政力量极少干预推广工作的开展。美国农业推广的主体为赠地大学下设的州农业推广中心（站），联邦政府不直接干预其具体工作，而是主要由州农业推广中心（站）及其派出机构(县农业推广办公室)来完成推广事项，从而保证了以赠地大学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在日本，地域农业改良普及中心是其政府农业推广的核心机构，其工作人员由县级农政部垂直管理、统一调配，地方行政无权干预，而且，都道府县农政部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制定和实施本地的普及计划。这种垂直管理体制对我国县乡一级推广机构和人员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乡镇推广机构的“三权”由乡镇政府掌握，导致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很难开展业务指导，且更加无助于农技推广工作的全局统筹。

    另一方面，注重合作，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良性反馈。政府农业推广部门间通过良好的合作，将农民的技术需求及时反馈给农业科研院校，并将研究成果及时传播、推广给农民，从而保证了整个体系的高效运行。美国农业推广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合作，在其农业推广体系建立之初，美国的相关立法就要求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按比例匹配推广经费，由此形成了各级政府密切合作的机制[12]。这种合作体现在，联邦农业部推广局与州农业推广中心（站）并非上下级间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在日本，农业研究中心和改良普及所几乎都设置在同一地区，目的是便于农业科研人员与普及员之间保持密切合作，且普及员定期深入田间，调研农民现实需求，并向专门技术员反馈调研信息，后者再与农业试验场的科研人员共同研究解决技术难题和农民需求的对策，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交由普及员推广给农民。正是这种部门间的通力合作，使得推广机构和农民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沟通与信息反馈。
3  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架构的优化

现阶段，在我国组织机构改革与治理中，首当其冲的一项基础工作是消除组织机构的臃肿、层次重迭、职责不明、权限不清、人浮于事等弊端[13]，因此，许多学者针对组织结构的设计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且普遍认为设计组织结构应遵循的原则包括：统一目标、分工协作、权责一致、精简效率。且一般而言，减少组织层次，会有助于上下级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14]。依照传统治理理论，淡化责任、消解权力无助于公共管理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解决；然而，协同治理理念则强调应基于有效协作，使位于相同治理体系内的主体间形成耦合共生、互为依存、[15]。我国现行的农业推广管理体制是以行政管理方式设置的，县级以上机构主要行使监督管理、业务指导等职能，县、乡两级农技推广部门则直接为农民提供服务。依照现行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分配和管控本级推广机构的人员、经费和具体工作，而上、下级推广机构间存续的仅仅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且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推广机构职能上重叠设置、条块分割，管理上权利分散、各自为政，导致推广效率难以提升[16]。故应尽快理顺各级推广机构的关系，厘清各自职责，从体制上破解上述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借鉴美、日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经验，提出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架构的优化思路(见图4)：

首先，在国家级层面，设立国家农业推广局替代原有的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为事业法人单位，隶属于农业部。国家农业推广局作为国家层面的推广主体，接受全国人大常设机构、审计总署和监督委员会的审计与监督，同时接受国务院直属国家农业推广工作委员会对其具体工作的协调指导。其具体职能是：制订促进国家农业推广事业的方针政策；分配农业推广经费；管理和协调全国农业推广工作等。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央层面的农业推广体系可具备相对独立性。

其次，在省级层面，将现有省级农技推广中心重组为省农业推广局(事业法人单位)，由农业厅直属管理，国家农业推广局负责业务指导。同时，受省政府下设的省农业推广工作委员会对其具体工作的协调指导。省农业推广局是全省农业推广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也是推广计划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其职能是：协助国家农业推广局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监督管理县级推广机构的日常运行；协调、管理推广机构的人员配置；制定、调整本地区的推广计划，并提供推广人员业务培训、学历进修的机会。此外，各国发展实践证明，政府行政扁平化的管理方式已是必然趋势，它有利于化简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因此，公共管理创新需要政府管理的扁平化改革。对此，党的十八大将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进一步改革行政体制，探索“省直管县”创新实践，明确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上述制度设计中并未在地市级设立推广机构，这也是与我国正在探索实行的“省直管县”改革相适应的。

    最后，在县级层面，将县农业局中下属的县农技推广中心单独剥离，并重组为县农业推广办，直接隶属于省农业推广局并作为其派出机构。原有县级农业行政管理机构内部的推广部门，由改组后的县农业推广办接收归并。其具体职能是：制定本级区域的农业推广计划；配置推广经费，评估推广绩效；选聘推广人员并组织培训、指导；针对农民个人及组织开展推广服务，同时收集和上呈农民需求反馈信息。县农业推广办也应因地制宜设置跨乡镇农技推广区域站，设置的主要依据应是在综合分析当地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技术措施基础上，全面评价各农业区的特点和优势而划分区域。作为县域层面的推广主体，乡镇农技推广区域站主要行使公益性职能，其人员编制应根据所服务区域的规模范围和具体工作任务合理定额，确保公益性职责的履行；并且，还应保证县级推广机构的专技岗位不少于其岗位总数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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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的基本框架
4  结论
当前，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受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安排的影响，依然存在推广机构职能定位不清、组织管理的双重性导致推广体系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管理机构设置的高度同构性降低了推广效率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总结美国、日本公益性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经验可以发现，两者农业推广体系取得显著运行实效的共性特征包括：不同推广层级间权责隶属清晰明确，且体系内外部要素能够密切合作，从而保证了农业推广体系的独立、高效运行。

本研究结合协同治理思想和组织设计原理，提出了我国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架构的优化思路。上述制度安排，能够有效避免农技推广机构，尤其是基层(县、乡两级)推广机构的多头管理、职能不清等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管理机构同构设置的局面，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农业推广工作的行政依附性。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各地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尤其是乡镇级)农技推广机构设置应被赋予一定的调整空间，因地制宜体现各地差异性；但在国家公共农技推广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安排上，则应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出制度设计的同构性和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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